
南京财经大学学报（双月刊）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总第 ２４２ 期）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 ０４ ０８；修回日期：２０２３ ０３ ０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数字经济提升我国产业链韧性的机制及对策研究”（２１ＢＪＬ０６４）
作者简介：程进（１９６９—　 ），男，安徽马鞍山人，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技术创新与演化；李沛东（１９９８—

　 ），男，江苏南京人，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贸易经济。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是否促进了城市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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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创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居于核心地位，对增强中国综合国力意义非凡，其中城市创新是国

家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使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中国 ２３５ 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以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作为衡

量城市创新能力的指标，基于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获得美国授予的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ＰＮＴＲ）地位这一准

自然实验框架，使用倍差法，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城市创新的影响。 研究结果发现：（１）贸易政策

不确定性下降对城市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２）从影响机制来看，出口规模扩张和产业结构优化是贸易政

策不确定性下降促进城市创新的重要渠道；（３）相较于内陆城市而言，沿海城市的创新能力受到贸易政策不

确定性下降的促进作用更大。 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 研究结论对于中国深化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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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回顾过去，中国

的发展离不开科技、人才、创新的支撑，因此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如何切实有效增

强创新能力、深化创新驱动战略成为我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外部贸易环境

仍旧错综复杂。 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是否可以促进城市创新？ 如果可以，
这种促进作用通过哪些渠道实现？ 在中国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下，研究这一系列问题对于深化创新

驱动战略至关重要。
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ＴＰ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企业和宏观区域两个纬度。 Ｈａｎｄｌｅｙ［１］通

过构建动态异质性企业模型发现，澳大利亚加入ＷＴＯ后，其 ＴＰＵ下降促使更多产品进入出口市场；而
葡萄牙加入欧共体后，其 ＴＰＵ下降也显著增加了企业的出口额［２］。 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贸易政策不确

定性下降不仅对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和进口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３ ４］，还通过中间品进口等渠道提升

了出口企业加成率［５］。 而在产品层面，ＴＰＵ降低不但显著提高了中国出口企业的产品创新［６］，而且与

关税减免共同扩大了企业出口产品的范围［７］。 关于城市纬度 ＴＰＵ 的研究始于 ２０１６ 年，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８］发现进口增加带来的竞争使得 ＴＰＵ 高的城市自杀率更高；赵春明等［９］发现 ＴＰＵ 下降显著促

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此外，区域 ＴＰＵ 下降会通过促进就业和提高工资两个渠道推动区域人口的

迁移［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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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贸易与城市创新之间的关系，也有部分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李平和姜丽［１１］发现，
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进口中间品投入会显著促进我国技术创新。 杨连星和顾畅一［１２］在此基

础上发现，中间品和消费品通过产品多样化和提升产品质量这两个渠道促进城市的创新水平。 黄凌

云和张宽［１３］发现，贸易开放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城市创新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纵观已有研

究，主要是从国内市场的开放水平出发，但基于我国目前紧张的外部国际环境，如何降低外部贸易政

策不确定性是研究重点。 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能否促进城市创新？ 其促进的机制又是什么？ 目

前文献并未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本文将以此为出发点，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城市创新的关系进行

探讨，旨在对相关领域的研究进行补充。
中国在加入 ＷＴＯ 之前，美国所给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每年都要进行审议，中国向美国出口的产

品随时有被征收高额关税的可能。 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美国给予了中国长期的最惠国待遇，各行业关

税显著下降，获得的关税减免率综合达到了 ５２％ 。 由于加入 ＷＴＯ 后，不同行业下降的关税幅度不一

样，那些初始关税下降幅度大的行业会面临 ＴＰＵ 更大程度的下降，而就业份额集中于高 ＴＰＵ 行业的

城市会面临 ＴＰＵ更大幅度的下降。 因此本文旨在通过比较 ＴＰＵ 下降比例较大的城市与 ＴＰＵ 下降比

例较小的城市在加入 ＷＴＯ后的发明专利授权数量，来识别 ＴＰＵ降低对城市创新的影响。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１）通过构造城市层面 ＴＰＵ 指数，研究 ＴＰＵ 下降对城市

创新的影响，丰富了城市层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相关文献。 （２）从城市出口规模以及产业结构升级两

个角度，探究 ＴＰＵ下降对城市创新的作用途径以及对城市的异质性影响，拓展了相关领域的研究。

图 １　 理论机制分析

二、 理论机制分析

（一） 出口规模扩张

在经济、贸易、文化高度全球化的今天，不同国家的知识、技术、思想乃至制度都随着贸易网络的

延伸得到广泛传播。 国际贸易作为货物和服务传输的枢纽，其更高的开放程度会带来更大的贸易流

量和更多的文化碰撞机会，而目前限制各国进行更频繁贸易往来的障碍之一就是贸易壁垒。 因此，更
低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意味着对本国出口的限制更少，出口贸易也会随之增加，广阔的海外市场能够

给出口企业带来更多学习新知识、先进工艺的机会，因此出口会对创新有积极作用［１４］。 从出口扩张

边际来看，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时需要支付固定成本，而 ＴＰＵ 下降使预期固定成本下降，并提高了出口

企业生产效率临界值［１５］，因而有更多企业进入出口市场。 根据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市场上在位垄

断厂商将会面临潜在进入新厂商的激烈竞争，导致社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同样，来自传统垄断厂

商竞争的压力将迫使新晋企业进行改革创新，以达成更优秀的工艺以及更先进的技术。 此外，中国加

入 ＷＴＯ后，ＴＰＵ下降通过集约边际来促进制造业出口［１６］。 企业为了获取超额利润，会试图增加出口

产品数量和种类，因此将通过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提升产品品质，通过质量优势提高出口竞争力［１５］。
而企业作为提升城市创新力的载体，当其创新力得到持续提升时，城市创新才能更加充满活力。 结合

中国贸易开放的历程，在加入 ＷＴＯ后，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关税大幅下降，同时由于被授予了永久正常

贸易关系（ＰＮＴＲ）地位，关税水平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将保持稳定，这为中国商品打开了美国乃至世界

市场。 自“入世”后，中国外贸总额连续大幅增长，并于 ２０１３ 年超越美国，成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同
—６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时科技创新能力有了显著提升，正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从时间维度来看，中国出口增加和创

新能力提升高度重合，结合前文的分析，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通过出口规模扩张促进城市创新。
（二） 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自 ２００１ 年加入 ＷＴＯ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促使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

比重不断上升，继而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 在此过程中，各产业会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以提升内

部的技术创新水平［１７］，因产业结构升级而产生的产业集群也会因技术溢出和知识流动效应对创新产

生正向影响［１８］，因此可以认为 ＴＰＵ下降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对区域创新绩效的提升有正向

影响［１９］。 从行业资源配置角度来看，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不同行业关税下降幅度差别较大，关税下降

多并拥有良好发展前景的行业会更受青睐，更多的资源会从利润率较低或生产率较低的行业向利润

率、生产率更高的行业转移，进而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２０ ２１］。 在此过程中，经济要素不断转移到新兴

行业中，在对生产要素的重新分配过程中，创新资源在空间上的重置会对技术创新产生显著影响［２２］。
从专业化分工视角来看，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市场规模扩大，为应对更多的产能需求，横向、纵向专业化

分工得到迅速发展，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２３］，由此引致的技术溢出和技术转移能够使第三世界

国家通过学习和模仿先进国家的技术来提高自身创新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产业结构升级不仅意味

着主导产业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还意味着各产业内部高技术化。 ＴＰＵ 下降、资源转移效

应和专业化分工使得产业内部各行业发展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我国二、三产业的占比却一直波

动，未与 ＴＰＵ下降呈现出显著关系。 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２。
假说 ２：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通过产业结构内部升级促进城市创新。
三、 模型、方法与数据

（一） 模型与变量

本文使用倍差法（ＤＩＤ）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将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获得

ＰＮＴＲ地位作为外生的政策冲击，双重差分模型设定形式如下：
ＩＮＮＯＶｃｔ ＝ λｃ ＋ α × ＴＰＵｃ０１ × ＰＯＳＴ０２ ｔ ＋ θ × Ｘｃｔ ＋ δｔ ＋ εｃｔ （１）
其中，ｃ表示城市，ｔ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 ＩＮＮＯＶｃｔ 的含义是城市 ｃ在 ｔ年份的创新水平。ＴＰＵｃ０１ 表

示 ２００１年“入世” 之前不同城市所面临的关税差额，其中面临高关税差额行业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

降幅度也就更大。ＰＯＳＴ０２ｔ是政策实施变量，当 ｔ≥２００２ 时，取值为 １，否则取值为 ０。交叉项 ＴＰＵｃ０１ ×
ＰＯＳＴ０２ ｔ的系数α是本文的核心关注点，当α为正，则说明“入世”后，相较于面临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的城市，面临高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城市的创新程度会有更大幅度的提升。
１． 被解释变量：城市创新（ ＩＮＮＯＶ）
传统测度城市创新的指标有 Ｒ＆Ｄ 投入、新产品产值和专利数量等。 但有许多企业为了避税，虚

报 Ｒ＆Ｄ投入，而新产品的界定和识别都比较模糊［２４］，因此本文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的专利数量

来衡量城市创新，其中发明专利较其他两种专利更难被授权［２５］，因此本文使用城市发明专利授予数

量作为衡量城市创新的指标。 此外，寇宗来和刘学悦［２６］采用了专利更新模型来测度城市创新水平，
但由于其数据开始年份是 ２００１ 年，故将该数据作为稳定性检验中的替代指标。
２． 解释变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ＴＰＵ）
计算城市层面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必须先计算出行业层面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每个城市的

行业占比。
第一步，借鉴 Ｈａｎｄ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ｍãｏ［２７］的方法，利用如下公式来计算：
ＴＰＵｈ ＝ １ － （ ｃｏｌ２

ｈ ／ ｍｆｎ
ｈ ） －σ （２）

其中， ｃｏｌ２
ｈ 表示美国对产品 ｈ征收的限制性关税； ｍｆｎ

ｈ 表示美国对产品 ｈ征收的最惠国关税；σ为替

代弹性，与毛其淋和许家云［２８］ 的研究类似，将 σ取 ３。根据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ｅｔ ａｌ． ［２９］ 整理的原始关税数据，先
—７３—



程　 进，李沛东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是否促进了城市创新？

计算出产品层面的 ＴＰＵ，在每个行业内部简单加权平均，得到 ＴＰＵｉ０１。除此之外，学术界还有两种测算

方法：一种是毛其淋［４］ 的做法，ＴＰＵ′ｈ ＝ ｌｏｇ（ ｃｏｌ２
ｈ ／ ｍｆｎ

ｈ ），但部分最惠国待遇关税为０的行业将无法计算

出正确的 ＴＰＵ；另一种是 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ｔ［８］ 的做法，ＴＰＵ″ｈ ＝ ｃｏｌ２
ｈ － ｍｆｎ

ｈ ，这种直接作差方法较难衡量

关税变化的比例。故本文选择采用 Ｈａｎｄ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ｉｍãｏ［２７］ 的方法，并将另外两种测度 ＴＰＵ的方法作为

稳定性检验。
第二步，根据 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８］的做法，构建城市层面 ＴＰＵ，先计算出城市内部不同行业就业人

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再将其分别乘以各行业 ＴＰＵ，并加总到城市层面，得到了 ＴＰＵｃ０１。 其中，不
同行业的就业份额来源于 １９９８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ＴＰＵＣ０１ ＝ ∑ ｉ

Ｅｍｐｉ，ｃ，１９９８
∑ ｉ
Ｅｍｐｉ，ｃ，１９９８

× ＴＰＵｉ０１
æ

è
ç

ö

ø
÷ （３）

３． 中介变量

本文认为 ＴＰＵ下降主要通过出口规模扩大和产业结构升级两种方式促进城市创新。 由于部分城

市统计年鉴没有对出口贸易额进行统计，因此本文使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海关数据库，将其中企业的出

口总额加总到城市层面来测度出口规模。 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状况的指标有两类：一类是三次产业占

比，另一类是技术复杂度、生产率、附加值等。 本文采用第二种方法，并参照周茂等［２１］的研究，以城市

层面出口额为权重，将技术复杂度加总到城市层面，以此来衡量城市的产业升级情况。

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ｔ ＝ ∑ ｉ

Ｏｕｔｐｕｔｉ，ｃ，ｔ
∑ ｉ
Ｏｕｔｐｕｔｉ，ｃ，ｔ

× Ｐｒｏｄｉ，９７
æ

è
ç

ö

ø
÷ （４）

其中，Ｐｒｏｄｉ，９７ 代表 １９９７ 年 ｉ行业的技术复杂度，由 １９９７ 年行业内 ＨＳ６ 位码产品的技术复杂度

Ｐｒｏｄｈ 简单加权得出；Ｏｕｔｐｕｔｉ，ｃ，ｔ 代表 ｃ地区 ｉ行业在 ｔ年份工业总产值，是以城市内部的生产结构为权

重，构建城市层面的产业结构升级变量。产品层面的技术复杂度是由该产品全球化生产结构决定，按
照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Ｒｏｄｒｉｋ［３０］ 的方法，产品技术复杂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Ｐｒｏｄｈ ＝ ∑ ｘ

Ｅｘｐｘ，ｈ
Ｅｘｐｘ

× Ｐｇｄｐｘ

∑ ｘ

Ｅｘｐｘ，ｈ
Ｅｘｐｘ

（５）

其中，Ｅｘｐｘ，ｈ ／ Ｅｘｐｘ 表示 ｘ国 ｈ产品出口额占当年出口总额的百分比，Ｐｇｄｐｘ 表示 ｘ国的人均 ＧＤＰ。
１９９７ 年的产品层面技术复杂度可直接从 ＣＥＰＩＩ网站下载获得。值得说明的是，将行业技术复杂度固定

在 １９９７年并在模型中加入年份哑变量，是为了控制产品 ｈ由于世界层面出口结构变化而发生的变动，
从而能够识别出城市层面技术复杂度随产业结构变化的比例，因此能够识别 ＴＰＵ 下降通过产业结构

升级促进城市创新的影响机制。
４．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了一些学者们的研究，在城市层面控制了会影响城市创新的一系列变量：使用第三产业

的产值与城市ＧＤＰ的比值（ｇｄｐ３）来衡量城市第三产业的比重；有研究表明［３１］，政府的财政支出（ ｆｉｎ）
也会对城市创新产生显著影响，因此使用政府预算内财政支出占城市ＧＤＰ的比重来进行衡量；基础设

施建设水平（ ｆａｃ），用固定资产投资与城市 ＧＤＰ的比值来衡量［３２］；科技研发水平（ ｔｅｃ），用科研综合技

术服务总人口与年末城市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３３］；人力资本（ ｓｔｕ），用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与年末城

市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３４］；人口密度（ｄｐ），用城市年末总人口除以城市行政区域面积的值来衡量。
（二） 数据与处理方法

本文共使用了八套数据：第一套是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年的工业企业数据库，主要计算企业数据与城市层面

产业的占比，参考聂辉华等［３５］的方法进行了清理，由于研究的需要，本文仅对制造业行业进行考察；第二

套是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的海关数据库，用于计算城市层面的出口数据；第三套是由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ｅｔ ａｌ． ［２９］整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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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关税数据；第四套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ＣＮＲＤＳ）；第五套数据为 ＣＥＰＩＩ 网站公布的

１９９７年 ＨＳ６位码产品层面技术复杂度；第六套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第七套数据来自《中国城市

和产业创新能力报告》，用于替代测度城市创新水平的发明专利数量指标；第八套数据是由 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 ［３］构建的行业层面中间品、最终品进口关税以及 ＦＤＩ 管制数据，用于控制政策变化对城市创新的

影响。

图 ２　 不同 ＴＰＵ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变化趋势

此外，根据 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 ［３６］提供的

代码，将 ＣＩＣ 四位码统一调整为 ＧＢ ／ Ｔ
４７５４—２００２，地区行政区划代码统一调

整为民政局 ２０２３ 年最新版本的地区代

码。 为了避免异方差，对被解释变量和

所有控制变量均取对数进行回归。
（三）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进行基准回归之前，我们以 ＴＰＵ
的中位数将城市分为两组，并在组内求

均值。 如图 ２ 所示，在加入 ＷＴＯ 后，
ＴＰＵ 较高地区的发明专利授权数逐年

上升，而 ＴＰＵ 较低地区的发明专利授

图 ３　 不同 ＴＰＵ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差值变化趋势

权数保持相对平稳。 这说明，加入

ＷＴＯ后，面临高 ＴＰＵ 的城市发明专利

授权数增长得更多，因此 ＴＰＵ 对城市

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此外，如图 ３
所示，在加入 ＷＴＯ 后，发明专利授权

数差额逐渐增大。 这一发现与图 ２ 中

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 此外，由于加入

ＷＴＯ前两组城市发明专利授权数变化

趋势基本一致，能够侧面说明城市创新

力的提升不是由城市间其他不同因素

导致的，可以认为本文的倍差法符合平

行趋势假定。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考虑到 ２００８ 年爆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外部可能有多重因素对城市创新能力产生影响，因此本

文在基准回归时额外加入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的样本。 在对式（１）进行估计时，我们采用城市聚类稳健标

准误控制潜在的异方差和自相关问题［３５］，ＴＰＵ 下降影响城市创新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１ 所示。 第
（１）列和第（２）列的结果显示，交叉项 ＴＰＵｃ０１ × ＰＯＳＴ０２ｔ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 ＴＰＵ 降低能够显著促进

城市创新。 第（２）列和第（４）列在此基础上分别加入了多个城市层面的影响因素，交叉项系数依然显

著为正，再次证明了中国“入世”后，ＴＰＵ下降能够对城市创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原因可能有以

下三点：一是从竞争效应来看，生产成本降低导致更多的企业选择进入市场，在位企业在竞争中必须

加大创新力度以守住自己的“护城河”，城市的发明专利授权数也因此上升；二是从学习效应来看，
ＴＰＵ下降使国外许多先进产品有了更多机会进入国内市场，引致国内相当一部分比例的企业进行学

习和效仿，从而带动企业创新水平；三是从政策有效性来看，ＴＰＵ 下降会使各个城市的企业对未来市

场有更好的预测和期盼，更愿意增加自己的投资活动，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创新活动中，从而产出了更

多的发明专利。
—９３—



程　 进，李沛东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是否促进了城市创新？

表 １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

（１）
城市创新

（２）
城市创新

（３）
城市创新

（４）
城市创新

ＴＰＵｃ０１ ×ＰＯＳＴ０２ｔ
４． ６９７∗∗∗ ４． ７２２∗∗∗ ３． ３３５∗∗∗ ３． ３９６∗∗∗

（５． ６３） （６． ２２） （４． ９８） （５． ２４）

ｇｄｐ３
０． ７１０∗∗∗ ０． ３４３
（３． ３５） （１． ３７）

ｆｉｎ
－ ０． １０５ － ０． ０５１
（ － １． １６） （ － ０． ６６）

ｆａｃ
－ ０． ２２２∗∗∗ － ０． １１４∗

（ － ３． ３５） （ － １． ６９）

ｔｅｃ
０． ０９３ ０． ０１６
（１． ６０） （０． ２３）

ｓｔｕ
０． １２６∗∗ ０． ０７８
（２． ３０） （１． ４３）

ｄｐ
０． １８９∗ ０． ０７７
（１． ９１） （０． ４７）

常数项
０． ７１０∗∗∗ ０． ３４３
（３． ３５） （１． ３７）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 ３ ２４７ ３ ２２４ １ ９７４ １ ９５２
Ｒ２ ０． ８１７ ０． ８２３ ０． ６５７ ０． ６５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

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值。

（二） ＤＩＤ设定的有效性检验

１． 动态效应回归

动态效应回归以 ２００１ 年为基期，结果

如图 ４ 所示。 中国加入 ＷＴＯ 之前，双重交

叉项系数均不显著；加入 ＷＴＯ 之后，双重

交叉项系数显著为正并逐渐增大，ＴＰＵ 下

降对城市创新的影响显著为正，且随着时

间逐渐扩大，因此本文认为该实验通过了

ＤＩＤ的平行趋势检验。 此外从时间维度来

看，ＴＰＵ下降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时滞

性，这与佟家栋和李胜旗［６］关于 ＴＰＵ 对产

品创新的影响具有时滞性这一结论类似。
因为创新活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

资源的再分配还是投入大量科研经费等方

式得到的创新产出都具有一定的时滞性。
２． 预期效应

预期效应是指城市的决策者们预期

中国加入 ＷＴＯ 会带来好处，他们极有可

能提前加大创新投入，从而导致城市的创

新能力上升，因此本文选择构造前一年中

国加入 ＷＴＯ 的时间虚拟变量，并将交叉

项 ＴＰＵｃ０１ × ＰＯＳＴ０１ ｔ 放入基准模型中进行

回归。 结果显示，新增的交叉项 ＴＰＵｃ０１ ×
ＰＯＳＴ０１ ｔ 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这说明在中

国“入世”之前，城市并没有形成创新能力

图 ４　 动态效应回归

提升的预期效应。
３． 两期 ＤＩＤ
由于本文使用的模型是多期倍差法，

为避免多期倍差法可能存在的序列相关

问题，因此以 ２００２ 年前和 ２００２ 年及以后

分成两组样本，并在样本内求均值，从而

构造了新样本，结果如表 ２ 中列（３）和列

（４）列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否加

入控制变量，交互项 ＴＰＵｃ０１ × ＰＯＳＴ０２ ｔ 始
终显著为正，进一步说明了 ＴＰＵ降低对城

市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４． 安慰剂检验

参考毛其淋和许家云［２８］ 的方法，保
留 ２００２ 年以前的样本进行安慰剂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２ 中第（５）列和第（６）列所

示。 结果显示，变量 ＴＰＵｃ０１的系数不显著，说明中国加入 ＷＴＯ之前，ＴＰＵ 下降对城市创新并没有显著

影响，从而增加了本文 ＤＩＤ分析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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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ＤＩＤ设定有效性检验

变量
（１）

预期效应
（２）

预期效应
（３）

两期倍差法
（４）

两期倍差法
（５）

安慰剂检验
（６）

安慰剂检验

ＴＰＵｃ０１ × ＰＯＳＴ０２ ｔ
４． ８３５∗∗∗ ５． ７３３∗∗∗ ５． ５３８∗∗∗ ５． ３４３∗∗∗

（５． ８１） （５． ９２） （７． ２３） （７． １７）

ＴＰＵｃ０１ × ＰＯＳＴ０１ ｔ
－ ０． ２０７ － ０． ０１７
（ － ０． ３４） （ － ０． ０３）

ＴＰＵｃ０１
－ ２． ６９２ － ２． ７５９
（ － １． １５） （ － １． １４）

常数项
０． ８８３∗∗∗ － ２． ４７４∗ １． ６０３∗∗∗ － １． ６４０ １． ７８２ ２． ５７５
（１６． ０１） （ － １． ８６） （７２． ０８） （ － ０． ６９） （１． ２２） （０． ８８）

控制变量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Ｎｏ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 ３ ２４７ ３ ２２４ ４３４ ４２７ ６９４ ６７９
Ｒ２ ０． ８１７ ０． ８２３ ０． ８８８ ０． ８９１ ０． ８６２ ０． ８４２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值。

表 ３　 稳健性检验

变量
更换 ｔｐｕ测算指标 更换城市创新 缩尾处理

（１）
城市创新

（２）
城市创新

（３）
城市创新力

（４）
城市创新

ＴＰＵｃ０１ × ＰＯＳＴ０２ ｔ
３． ２１４∗∗∗ ４． ００５∗∗∗

（６． １８） （５． ５５）

ＴＰＵ′ｃ０１ ×ＰＯＳＴ０２ｔ
１． １０９∗∗∗

（５． ５０）

ＴＰＵ″ｃ０１ ×ＰＯＳＴ０２ｔ
７． ４９４∗∗∗

（８． ７２）

常数项
－ ２． ３９８∗ － １． ９６０ － ４． ６０３∗∗∗ － ３． ０５２∗

（ － １． ７７） （ － １． ５３） （ － ３． ９９） （ － ２． ２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 ３ ２２４ ３ ２２４ ２ ７７２ ３ ２２４
Ｒ２ ０． ８１８ ０． ８３０ ０． ８９４ ０． ８４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括号内为 ｔ值。

表 ４　 稳健性检验 ２（排除其余政策干扰）

变量
（１）

城市创新
（２）

城市创新
（３）

城市创新
（４）

城市创新

ＴＰＵｃ０１ ×ＰＯＳＴ０２ｔ
２． ９３７∗∗∗ ３． １６８∗∗∗ ３． ３６０∗∗∗ ２． ９３１∗∗∗

（４． ９３） （５． ０８） （５． １１） （５． ０８）

进口中间品关税
－ ０． ２５１∗∗∗ － ０． ３９９∗∗∗

（ － ４． ９１） （ － ３． ８９）

进口最终品关税
－ ０． ０５６∗∗∗ ０． ０６１∗

（ － ３． ２１） （１． ９１）

ＦＤＩ放松管制
－ ０． ２５３ ０． ０８９
（ － ０． ７６） （０． ３１）

常数项
２． ４４９ ０． ３７０ － １． ０９０ ２． ８５２
（１． ４２） （０． ２３） （ － ０． ７１） （１． ６４）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 １ ９５２ １ ９５２ １ ９５２ １ ９５２
Ｒ２ ０． ６６７ ０． ６６１ ０． ６５７ ０． ６６８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括号内为 ｔ值。

（三） 稳健性检验

１． 更换测算指标

本文使用两种 ＴＰＵ的测度方法进

行稳健性检验。 一是毛其淋和许家

云［２８］ 的方法：ＴＰＵ′ｈ ＝ ｌｏｇ（ ｃｏｌ２
ｈ ／ ｍｆｎ

ｈ ）；
二是 Ｐｉ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ｏｔ［８］ 的 做 法：
ＴＰＵ″ｈ ＝ ｃｏｌ２

ｈ － ｍｆｎ
ｈ 。回归结果如表３中

第（１） 列和第（２） 列所示。此外，借鉴

寇宗来和刘学悦［２６］ 的研究，用中国各

个城市创新指数来衡量城市创新力。
从回归结果来看，表 ３ 第（１） 列至第

（３） 列中，交叉项的系数始终显著为

正，证实了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２． 缩尾处理

考虑到有部分行业关税下降幅度

很大、极个别城市发明专利申请数很

多，离群值可能对相关结论造成一定影

响，因此本文参照黄凌云和张宽［１３］的

做法，对上文的变量进行了 ５％的缩尾

处理，回归结果如表 ３中第（４）列所示。
结果显示，交叉项 ＴＰＵｃ０１ × ＰＯＳＴ０２ｔ 的
系数显著为正，进一步说明了本文回归

结果的稳健性。
３． 排除其余政策影响

由于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带来的进

口贸易自由化和 ＦＤＩ 放松管制可能会

对城市创新水平产生一定的影响［３］，
因此本文进一步控制了进口中间品关

税、进口最终品关税、ＦＤＩ 放松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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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样本初期工企数据库中城市层面行业就业人数占比为权重，相乘后得到地区层面进口贸易自由

化和 ＦＤＩ放松管制情况。 回归结果显示，在分别控制了一系列政策后，交叉项 ＴＰＵｃ０１ × ＰＯＳＴ０２ ｔ 的系

数仍然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进口贸易自由化和放松 ＦＤＩ 管制并不会通过促进 ＴＰＵ 下降从

而对城市创新产生显著影响。
五、 机制检验和异质性检验

（一） 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理论机制的分析，预期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ＴＰＵ 下降会通过促进城市出口规模扩大以及

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对城市创新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ｔ ＝ λｆ ＋ α × ＴＰＵｃ０１ × ＰＯＳＴ０２ｔ ＋ θ × Ｘｆｉｔ ＋ δｔ ＋ εｆｉｔ （５）
ＩＮＮＯＶｃｔ ＝ λｆ ＋ α１ × ＴＰＵｃ０１ × ＰＯＳＴ０２ｔ ＋ α２ × ＴＰＵｃ０１ × ＰＯＳＴ０２ｔ × 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ｔ ＋ α３ × ＴＰＵｃ０１ × 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ｔ

＋ α４ ×ＰＯＳＴ０２ｔ × 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ｔ ＋ α５ × 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ｔ ＋ θ × Ｘｃｔ ＋ δｔ ＋ εｃｔ （６）
式（５）中，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ｔ代表渠道变量，分别为城市出口规模和产业结构升级。式（６） 中，如果三重交

叉项 ＴＰＵｃ０１ × ＰＯＳＴ０２ ｔ × 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ｔ显著为正，则说明出口规模扩张和产业结构升级是 ＴＰＵ下降促进城

市创新的影响机制。
表 ５　 机制检验

变量
（１）

出口规模
（２）

城市创新
（３）

产业结构升级
（４）

城市创新

ＴＰＵｃ０１ ×ＰＯＳＴ０２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ｔ
１． ０２０∗ １． ２４０∗∗∗

（１． ７３） （２． ３１）

ＴＰＵｃ０１ × ＰＯＳＴ０２ ｔ
２． ４１８∗∗∗ １． ３８７ １． ４７０∗∗ － １１． ５１６∗∗

（４． ７７） （１． ４４） （２． ４７） （ － ２． １２）

ＴＰＵｃ０１ × 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ｔ
－ ０． ０３８ － １． ０６３
（ － ０． ０４） （ － ２． ２６）

ＰＯＳＴ０２ ｔ × 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ｔ
－ ０． ７１５ － ０． ８９３∗∗

（ － １． ３４） （ － ２． ２７）

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ｔ
－ ０． ０４４ ０． ７７５∗

（ － ０． ０６） （１． ９５）

常数项
－ ３． ０４７∗∗∗ － ０． ２２８ １３． ８５１∗∗∗ ０． ９１８
（ － ２． ６７） （ － ０． １５） （１０． ８５） （ － ０． ６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 ２ ８９６ ２ ８７０ ３ ３１３ ３ ２２４
Ｒ２ ０． ５７３ ０． ７９６ ０． １７３ ０． ８２７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

内为 ｔ值。

机制检验的结果如表 ５ 所

示。其中， 第 （１） 列中交叉项

ＴＰＵｃ０１ × ＰＯＳＴ０２ｔ 系数显著为

正，说明中国加入 ＷＴＯ 之后，
ＴＰＵ下降对城市出口规模扩张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ＴＰＵ下降促

进了 出 口 活 动 的 再 配 置 效

率［１６］，使企业出口额大幅提高，
同时促进更多的企业进入出口

市场［２７］，促进了城市层面出口规

模的扩张。第（２） 列中三重交叉

项 ＴＰＵｃ０１ × ＰＯＳＴ０２ｔ × 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ｔ
显著为正，说明 ＴＰＵ下降确实通

过促进城市出口规模来促使城市

创新。关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检

验结果汇报在表 ５ 的第（３） 列

和第（４） 列，其中第（３） 列中交

叉项 ＴＰＵｃ０１ × ＰＯＳＴ０２ ｔ 系数显

著为正，说明 ＴＰＵ 下降促进了

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第（４） 列

中三重交叉项 ＴＰＵｃ０１ × ＰＯＳＴ０２ ｔ × 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ｔ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升级是ＴＰＵ下降促进城市创新的

影响渠道。
（二） 异质性分析

本文根据城市所在省份是否沿海这一特征将样本分成了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可以看到 ＴＰＵ 下

降对沿海地区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比内陆城市更加明显。 从影响渠道来看，内陆地区 ＴＰＵ 下降对产

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出口规模的影响系数在 １０％的水平下并不显著；而沿海地区

ＴＰＵ下降对出口规模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对产业结构升级作用不明显，这与周茂等［２１］得出贸易开

放对内陆地区的产业升级有显著促进作用、对沿海地区影响并不显著的结论类似。 在中国，相较于内

陆地区而言，沿海地区的开放时间更早、开放程度也更高，加入 ＷＴＯ 之前，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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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贸易环境造就了劳动密集型特征的出口导向型产业结构。 加入 ＷＴＯ后，面对外部贸易环境的

优化，沿海地区的出口在二元边际上有显著增长，但因为原先已经形成了出口导向型产业结构，因此

在短期内加入 ＷＴＯ带来 ＴＰＵ降低并未使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对于内陆地区而言，进口

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激烈竞争淘汰了许多低生产率的企业，产业结构也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被迫升级，
但内陆地区的开放程度一直较低，贸易成本更高，因此 ＴＰＵ 下降并没有对出口规模产生显著促进

作用。
考虑到不同模式的贸易对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有较大差异［３７］，一般贸易往往能使企业和城市获

得较多的学习机会，从而有可能促进技术升级并优化产业结构；而加工贸易极易发生“低端锁定”现
象。 因此本文参照余淼杰［３８］的做法，将一般贸易占总贸易额 ５０％以上的城市划分为一般贸易城市，
其余城市划分为加工贸易城市。 从表 ６ 中第（５）列和第（６）列的回归结果来看，ＴＰＵ下降能够促进一

般贸易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而对加工贸易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没有显著影响。 这一结论与陈爱贞

和闫中晓［３７］的研究结果相似。

表 ６　 异质性分析

变量

内陆地区 沿海地区 一般贸易城市 加工贸易城市

（１）
出口规模

（２）
产业结构升级

（３）
出口规模

（４）
产业结构升级

（５）
产业结构升级

（６）
产业结构升级

ＴＰＵｃ０１ × ＰＯＳＴ０２ ｔ
０． ６６２ ２． ５９０∗∗∗ １． ８００∗∗ － ０． ４３２ １． ４７６∗∗ １． ７２４
（０． ７５） （３． ０１） （２． ０２） （ － ０． ３３） （２． ０５） （１． ６８）

常数项
０． ０８０ １６． ４９２∗∗∗ － ２． ６３７ １２． ６１１∗∗∗ １４． ８４３ １１． ７５１∗∗

（０． ０４） （９． ３４） （ － １． ５２） （６． ７８） （９． ２７） （６． ８２）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城市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 ９６４ １ ９３１ １ ２０２ １ ３８２ ２ ６７１ ５２８
Ｒ２ ０． ５２７ ０． １９４ ０． ６８０ ０． ２６４ ０． １８１ ０． １６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ｔ值。

六、 结论与政策启示

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经济过去几十年实现高速发展的重要经验，高水平的开放是促进创新能力

提升的重要手段，而紧张的外部贸易环境是阻碍中国通过更高水平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重大阻力。
因此，研究外部贸易不确定性对中国城市创新能力的影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基于中国加入

ＷＴＯ被美国授予永久 ＰＮＴＲ地位的准自然实验进行研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降低对城市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２）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扩大城市出口规模和加快产业

结构升级两个渠道提升城市创新能力。 （３）不同地区 ＴＰＵ 下降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有较大差异，在沿

海地区，ＴＰＵ下降显著促进了出口规模扩张，从而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在内陆地区，ＴＰＵ下降则主要

通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ＴＰＵ下降对以加工贸易为主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

没有显著影响。
本文的政策启示：（１）中国应积极与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定、深化“一带一路”倡议，本着“互利共

赢、相互促进”的原则，逐渐降低贸易壁垒，降低甚至消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给城市

和企业营造一个稳定有序的外部贸易环境［３９ ４０］。 （２）面对中国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发展不平衡的现

状，中国应参照部分区域快速发展的经验，结合区域要素禀赋，推动产业向信息化、服务化快速转型，
鼓励当地优秀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竞争以达到良性循化。 对于城市而言，当外部贸易环境优化时，也要

相应提升自身贸易开放水平，增加与国外市场的联系，降低企业的贸易成本，这样才能依托 ＴＰＵ 下降

促进城市出口，通过出口竞争效应和学习效应增强城市的创新能力。 （３）在对外贸易过程中，应重点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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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区域内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同时及时发现具有比较优势潜力的产业并给予政策倾斜和财政补

贴，全面推动产业结构向高质量方向升级［４１］，以此释放生产要素、理论知识的创新活力，进而推动本

地优势产业进入国际市场竞争，从而促进城市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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